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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典重构:
文献学视阈下的宋代楚辞学转型及影响

管仁杰

  摘要:随着刘向编辑《楚辞》成书及王逸《楚辞章句》的盛行,“楚辞”在汉宋间的篇目与概念基本被《楚辞》限定。

而宋代楚辞学则发生了文本(文献)层面的转型,晁补之、朱熹等突破了旧本的思维限定,在更易“楚辞”篇目的同时

重塑了“楚辞”概念,还积极拓展了楚辞文献的范畴,实质上完成了一次对“楚辞”的重新构建。宋代楚辞学表现出

的文本革新思想,直接促进了元明清时期楚辞学多元化面貌的形成,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现代楚辞学的发展。

关键词:宋代楚辞学;《楚辞》篇目;楚辞学转型;文本革新;文献学视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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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武帝时,淮南王刘安入朝,武帝使为《离骚》传。若以此作为楚辞研究之开端,则楚辞学至今已有二千

余年的历史。如此漫长的楚辞学史,周建忠认为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即以章句训释为特征的汉唐阶段,以义

理探求为特征的宋元阶段,以各逞新说为特征的明清阶段①。此说部分地继承了清代四库馆臣的观点②,也
基本符合传统以来的楚辞学史概观,具备相当的代表性。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宋元阶段———主要是两宋时期

的楚辞研究完成了从汉学到宋学的转变,是楚辞学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因此义理转向不仅成为宋代楚辞

学的标志性特征,也成为后世研究宋代楚辞学的主要关注点。而实际上,宋代楚辞学的转型不仅体现在楚辞

诠释的义理转向上,还体现在研究本体即“楚辞”文本(文献)的更易以及概念重构上。站在楚辞学史的角度

看,此番重构的突破性与变革程度并不亚于诠释层面的义理转向,甚至可以说在相当程度上造就了后世楚辞

学的发展面貌,并波及现当代楚辞学。本文即就此话题展开梳理与讨论,以就正于方家。
一 经典的固化:从“楚辞”到《楚辞》
依据现存史料,“楚辞”一词在汉武帝时期已经出现。《史记·酷吏列传》载:“始长史朱买臣,会稽人也。

读《春秋》。庄助使人言买臣,买臣以楚辞与助俱幸,侍中,为太中大夫,用事。”③此为“楚辞”一词的今知最早

出处。又《北堂书钞》引《七略》云:“孝宣皇帝诏征被公,命诵楚辞。每一诵,与粥。”④朱买臣与被公讲诵“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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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周建忠《中国近现代楚辞学史纲》,周建忠《楚辞考论》,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229页。
参见: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楚辞类》小序,中华书局1965年版,第1267页。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1959年版,第3143页。引文中“楚辞”原标点作“《楚辞》”。今按:“楚辞”当时是否成书尚存争议,故对原标点作以

上改动。后引文献之类似改动,不再一一注出。特此说明。

 

虞世南《北堂书钞》,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47页。



辞”之事,《汉书·朱买臣传》及《王褒传》中亦有载录①。可见,西汉武宣时期“楚辞”已颇为流传②。从字面意

思看,“楚辞”即“楚地(国)之辞”。宋人黄伯思谓“《楚词》虽肇于楚,而其目盖始于汉世”③,很有道理。所谓

“楚辞”,当非楚人自称,如金开诚所言:“它在最初无非是汉人在全国已经统一的情况下,对历史上某一特定

地区(楚)的某种特定诗体(辞)的称呼。”④

“楚辞”既然以“楚”为名,则最初应当仅指屈宋等楚人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楚辞创作不绝如缕,内
涵也在逐渐扩充。《汉书·地理志》载: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作《离骚》诸赋以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名。
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而淮南王

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助、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辞。⑤

这段文字被各类学术论著广为征引,盖因其较为清晰地梳理了屈原身后“楚辞”的发展脉络,即:先有宋

玉、唐勒等以拟仿屈原之辞作而显名;至汉代,又在吴地与寿春分别形成了以刘濞、刘安为首的两大骚体文人

集团,其中如枚乘、邹阳、严忌、严助、朱买臣等,亦皆以辞赋名显一时,故而世传“楚辞”。可以看出,汉代初年

“楚辞”得以蓬勃发展,一方面是由于屈宋作品本身的艺术感染力,另一方面也与当时贵族阶层的倡导有很大

关系。而众多拟仿作品的产生,使得“楚辞”的边界变得比较模糊,引文中所说的“楚辞”,应当已经囊括了汉

人“并发”之“文辞”在内。
汉成帝河平三年(前26),刘向奉诏领校中秘书⑥。在此期间,刘向汇集屈原作品及后世相关辞赋编成

《楚辞》一书,即四库馆臣所谓“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⑦。刘向所编《楚辞》共16卷,具体包

括:《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
谏》、《哀时命》、《九怀》、《九叹》等34篇作品⑧。自刘向编定,至王逸《楚辞章句》附增《九思》一篇⑨,《楚辞》收
录的篇目基本固定下来。随着《楚辞章句》的广泛传播以及其他楚辞作品的逐渐亡佚,人们意识中的“楚辞”
即主要指向《楚辞》中载录的作品,“楚辞”与《楚辞》逐渐同化。关于这一点,汉唐间的楚辞著述大多亡佚,无
法直接给出证明,但也可以从相关材料中找到一些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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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参见: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791、2821页。

 

按:传统观点认为《楚辞》编纂始于刘向,即《四库全书总目·集部·楚辞类》小序所谓“裒屈宋诸赋,定名《楚辞》,自刘向始也”。但自上世纪

起,此说受到了不同程度的质疑。章太炎称“《楚辞》传自淮南”,并解释道:“《楚辞》传本非一,然淮南王安为《离骚传》,则知定本出于淮南。”
(章炳麟著、徐复注《訄书详注·官统中》,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49页。)经章氏倡说后,学界也逐渐认识到并肯定了淮南王刘安(及
其门客)在《楚辞》成书中的关键作用,已有一些学者开始传播《楚辞》最初编纂于刘安的观点。另外汤炳正依据古本《楚辞释文》篇次将《楚
辞》作品分为五组,认为《楚辞》成书经历了五个不同时期和不同的编辑者,其中最初的“《楚辞》古本”为屈、宋合集,之后经刘安、刘向等逐步

增辑而形成后世所见本(汤炳正《<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江汉学报》1963年第10期,第49-57页。之后该文略有增修,改题

为《<
 

楚辞>成书之探索》,收入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85-109页)。其说影响也相当大。按这类观点,“楚辞”可能在诞

生之初就已成书,或者至少在淮南王刘安时已编纂成书。考严助以“楚辞”得幸在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左右,上距建元二年(前139)淮南王

刘安入朝奉诏作《离骚传》已十余年,下距元狩元年(前122)刘安之卒不过四年。若“楚辞”在刘安时已成书,则武宣时期严助、被公所讲诵的

“楚辞”极可能是已结集之《楚辞》(参见:熊良智《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版,第231-232页)。两相比较,上世

纪以来学者们提出的新观点虽颇有影响,但终究只是一种推测。目前的材料最多只能说明刘安(及其门客)对楚辞的流传和研究作出了一定

的贡献,但并无切实证据表明刘安(甚至刘安之前的人)曾将这些作品编纂成《楚辞》(参见:郭建勋《先唐辞赋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第65-66页)。而王逸去古未远,其说当渊源有自,在没有新材料作证据的情况下,不宜贸然否定王逸所谓《楚辞》最初编纂于刘向的说法。
本文的讨论即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

 

黄伯思《校定<
 

楚辞>序》,黄伯思《东观余论》,人民美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179页。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3页。

 

班固《汉书》,第1668页。

 

班固《汉书》,第310页。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第1267页。

 

按:一般认为,今传王逸《楚辞章句》十七卷即由刘向本增附《九思》而成,故以上篇目乃据王逸本推拟得出。

 

按:一般认为,《楚辞章句》中《九思》一篇乃王逸因撰《章句》而附己作,此亦古人撰著之通例。而世传《章句》本《九思》篇亦有小序及注文,洪
兴祖《楚辞补注》谓“逸不应自为注解,恐其子延寿之徒为之尔”(洪兴祖《楚辞补注》,白化文等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14页),今人黄

灵庚认为《九思》小序及注文盖出于六朝间好事者(参见:黄灵庚《<九思>序文及注作于六朝考》,《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02年第2期,第54-
55页),而亦有学者不认同黄说(参见:岑贞霈、力之《<

 

九思>序/注非作于“六朝”辨———<楚辞章句>序/注研究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6期,第100-107页)。



(1)郭璞注楚辞,见于《晋书》本传,书已不传,而今人颇有辑录。其中胡小石所辑最早亦最多,共240余

则①,然大多为郭注他书中与楚辞用词相同者,不足以说明问题。饶宗颐《晋郭璞<
 

楚辞>遗说摭佚》辑录“郭
注各书引及《楚辞》者”26则②,涉及《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招魂》等篇目,郭璞引用时或直

言篇名,或统称“楚辞”③。翁世华又以饶宗颐所辑条目多为郭注引楚辞,而非郭注楚辞,故再事搜考,得郭注

楚辞8则,其中7则为《离骚》注,1则为《九叹》注,翁氏因谓:“知景纯注楚辞起自屈原之《离骚》,下逮刘向之

《九叹》。”④其实,不论是郭注引楚辞,还是郭注楚辞,都能够反映郭璞所见、所用楚辞之篇目。而从前贤辑录

的条目来看,郭璞所见、所用之楚辞篇目,基本与王逸(刘向)本《楚辞》相合。
(2)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一篇专论“楚辞”,其间自《骚经》、《九章》、《九歌》、《九辩》、《远游》、《天问》、

《招魂》、《大招》、《卜居》、《渔父》至“自《九怀》以下”云云⑤,依次进行评述,除篇次不同外⑥,所列篇目皆不出

王逸(刘向)本《楚辞》之范围。
(3)《昭明文选》于“骚”类专收楚辞作品,所选有《离骚经》、《九歌》(选《东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

夫人》、《少司命》、《山鬼》六篇)、《九章》(选《涉江》一篇)、《卜居》、《渔父》、《九辩》(九段选五)、《招魂》、《招隐

士》等,不仅篇目皆出自王逸(刘向)本《楚辞》,篇次亦与之相同。又,宋玉作品,《文选》除“骚”类选入《九辩》
一篇外,“赋类”另选入《风赋》、《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四篇,“对问”类还选入《对楚王问》一篇,
足见王逸(刘向)本《楚辞》篇目别为一类,与其他辞赋作品有所不同的观念已深入人心。

(4)顾野王《玉篇》作为六朝间一部重要的字书,征引宏富,保存了很多古书的旧貌。据翁世华统计,今存

原本《玉篇》援引楚辞为说者,凡129条⑦。自屈原《离骚》至刘向《九叹》,除少数篇目外,几乎都有引用;而且

所引不仅有正文,亦有王逸注。据此,翁氏认为顾野王所见《楚辞》乃刘向初集、王逸作章句而尚未附增《九
思》之旧本⑧。

(5)上世纪从敦煌文献中发现的《楚辞音》残卷(P.2494),是现存最早的楚辞音注作品。一般认为,此卷

乃唐前写本,即《隋书·经籍志》所载“释道骞《楚辞音》”者⑨。该残卷今存八十四行,始《离骚》“驷玉虬以乘

鹥兮”之“乘”字,终《离骚》“杂瑶象以为车”之“瑶”字。其体例为随文摘字作注,不仅注释楚辞正文,还兼注王

逸注文。据统计,所注字一共283字,其中有93字为王逸注之文字,充分说明其所用底本乃王逸《楚辞章

句》。
(6)《隋书·经籍志》“楚辞”类小序称:“后汉校书郎王逸,集屈原已下,迄于刘向,逸又自为一篇,并叙而

注之,今行于世。”可知《楚辞章句》即当时最通行之楚辞传本。
(7)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目录》所引古本《楚辞释文》,篇次虽与通行本《楚辞章句》有所不同,但篇

目完全一致,可见《楚辞释文》一系之传本亦出自王逸本。
以上例证,足以说明东汉以后王逸(刘向)本《楚辞》对“楚辞”边界的固定。虽然后世仍不免会用“楚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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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胡小石《<
 

楚辞>郭注义征》,周勋初编《胡小石文史论丛》,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2版,第73-110页。

 

饶宗颐《楚辞书录·外编·<楚辞>拾补》,《饶宗颐二十世纪学术文集》第11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14-217页。

 

按:或统称《离骚》。盖以“离骚”兼指“楚辞”亦古人之习惯,如刘勰《文心雕龙·辨骚》之类。

 

翁世华《郭璞楚辞注佚文拾补》,翁世华《楚辞论集》,文史哲出版社1988年版,第155-175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5-47页。

 

按:刘勰所列篇次不同于通行本《楚辞章句》,而更近于洪兴祖《楚辞补注》所引古本《楚辞释文》。汤炳正认为,刘勰所据本的篇次实际同于古

本《楚辞释文》,只是刘勰为了照顾所论内容略作调整而已。参见:汤炳正《<
 

楚辞>编纂者及其成书年代的探索》,《江汉学报》1963年第10
期,第50-51页;汤炳正《<

 

楚辞>成书之探索》,汤炳正《屈赋新探》,齐鲁书社1984年版,第89-91页。

 

翁世华《原本玉篇引骚纪要》,翁世华《楚辞论集》,第178-180页。

 

翁世华《原本玉篇引骚纪要》,翁世华《楚辞论集》,第182页。

 

关于该残卷的研究成果颇多,如王重民《巴黎敦煌残卷叙录·楚辞音》(《敦煌学文献》第10卷,兰州古籍书店1990年版,第595-606页;又
见于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75-283页)、闻一多《敦煌旧钞本楚辞音残卷跋》(闻一多《古典新义》,商务印书馆

2011年版,第419-425页)、姜亮夫《智鶱<
 

楚辞音>跋》(《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1期,第163-172页)等,皆可参看。

 

按:各家统计数字略有出入,此据张金泉、许建平《敦煌音义汇考·<
 

楚辞音>题解》,杭州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82页。

 

魏徵等《隋书》,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56页。

 

洪兴祖《楚辞补注·楚辞目录》,第1-3页。



一词泛指骚体类文学作品,但是具体谈及作为前代经典的楚辞作品或文本内容时,几乎都会以王逸(刘向)本
《楚辞》所收篇目作为依据①。在《楚辞》之外的“楚辞”类作品,并不具备《楚辞》作品的地位。黄伯思谓“自汉

以还,去古未远,犹有先贤风概。而近世文士但赋其体,韵其语,言杂燕粤,事兼夷夏,而亦谓之‘楚词’,失其

指矣”②,正反映了此种观念。可以说,从《楚辞》编定成书到《楚辞章句》的盛行,通常所谓楚辞,基本被限定

在《楚辞》一书的范围内。
《楚辞》自成书之后广泛流传,并成为泽被后世的文学经典。而所谓“经典”一般都有对应的具体作品,不

可能是泛化的、模糊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向编选《楚辞》,是楚辞奠定其经典地位的前提与基础。与此同

时,随着王逸(刘向)本《楚辞》的广泛传播和巨大影响,其他楚辞作品也失去了升级成为“经典”的机会,逐渐

被边缘化乃至消亡。《楚辞》一书成为经典的过程,实际也是楚辞被捆绑而逐步走向固化和封闭的过程。
二 宋代“楚辞”篇目更易与概念重塑

通行于世的王逸本《楚辞》共收录先秦至汉代作品35篇,刘勰《辨骚》评曰:“自《九怀》以下,遽蹑其迹,而
屈宋逸步,莫之能追。”③可见,即便已被奉为经典的《楚辞》作品,也有高低之分。而另一方面,后世也有为其

他未能入选《楚辞》的作品而鸣不平者,如唐代皮日休谓:“扬雄之文,丘、轲乎? 而有《广骚》也;梁竦之词,班、
马乎? 而有《悼骚》也。又不知王逸奚罪其文,不以二家之述,为《离骚》之两派也?”④尽管存在这类质疑,但
由于思维观念的惯性,王逸本《楚辞》依然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定义”着楚辞。

北宋末期,晁补之首先试探性地对已经长时间固化的《楚辞》篇目进行了调整。晁补之有《重编楚辞》共

16卷⑤,该书是以王逸本为基础重新编次而形成的新本《楚辞》。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曰:
《重编楚辞》十六卷

右族父吏部公重编。独《离骚经》仍故,为首篇。其后以《远游》、《九章》、《九歌》、《天问》、《卜
居》、《渔父》、《大招》、《九辩》、《招魂》、《惜誓》、《七谏》、《哀时命》、《招隐士》、《九怀》、《九叹》为次,而
去《九思》一篇。⑥

据此,晁氏《重编楚辞》删去了通行本中王逸《九思》一篇,恢复了刘向所编《楚辞》的篇目。该书今虽失

传,而其序文仍在。晁氏在自序中对于删除王逸《九思》的原因进行了解释,称:
王逸,东汉人,最爱《楚辞》,然《九思》视(刘)向以前所作相阔矣。又十七卷非旧录,特相传久,

不敢废,故迁以附《续楚辞》上十卷之终。⑦

考虑到《九思》一篇相传已久,晁补之虽将其从《重编楚辞》中剔除,但依然收录于其所编《续楚辞》第十卷

之末,以示谨慎。晁氏的调整虽然微小,甚至可以说只不过是恢复刘向所编《楚辞》的篇目而已,却从行动上

向固化已久的“楚辞”经典文本发起了挑战。此举无疑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对后人具有很大的启发意义。
至南宋,朱熹以儒学宗师的身份研治楚辞,撰就《楚辞集注》、《楚辞辩证》、《楚辞后语》三书,在楚辞学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朱熹对于通行已久的王逸本《楚辞》篇目同样有所不满,因而在编撰《楚辞集注》
时正式提出:

《七谏》《九怀》《九叹》《九思》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
就其中《谏》《叹》犹或粗有可观,两王则卑已甚矣。故幸附书尾,而人莫之读,今亦不复以累篇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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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④
⑤

⑥
⑦

 

按:宋人黄伯思《校定<
 

楚辞>序》云:“按此书旧十有六篇,并王逸《九思》为十七。而某所见旧本,乃有扬雄《反骚》一篇,在《九叹》之后。”(黄
伯思《东观余论》,第180页。)可见唐宋间或存在一种附增扬雄《反离骚》的《楚辞》传本。然此本前人罕有提及,黄伯思所谓“乃有扬雄《反骚》
一篇”也明显是将其作为一种有别于通行王逸本的“特例”进行介绍,故与上述结论并不冲突。

 

黄伯思《校定<
 

楚辞>序》,黄伯思《东观余论》,第179-180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第47页。

 

皮日休《九讽系述(并序)》,皮日休《皮子文薮》,萧涤非、郑庆笃整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11页。

 

按:晁氏《离骚新序》自称“《楚辞》十六卷”,而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作“《重编楚辞》十六卷”,为避免指称混乱,本文依晁公武之说,将其称

为《重编楚辞》。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807页。

 

晁补之《离骚新序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6册,上海辞书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18页。



也。①

朱熹删减者除王逸《九思》一篇外,还包括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和刘向《九叹》三篇,而此三篇皆为

刘向所编《楚辞》原本之固有篇目。除批评旧本《楚辞》所收篇目不精外,朱熹还认为旧本中遗漏了一些本来

值得入选的楚辞篇目,因谓:
贾傅之词,于西京为最高,且《惜誓》已著于篇,而二赋(引者按:指《吊屈原》《服赋》)尤精,乃不

见取,亦不可晓,故今并录以附焉。②

前引皮日休也就《楚辞》的遴选提出过类似质疑,但皮氏只是限于言辞上表达不满而已,朱熹则用实际行

动将自己认可的篇目增补到《楚辞集注》之中。如此,朱熹所撰《楚辞集注》实际包含:《离骚》、《九歌》、《天
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服赋》、《哀时命》、《招隐

士》等33篇作品③。
朱熹更易旧本《楚辞》篇目的举动无疑是受到了晁补之的启发,虽然其在时间上晚于晁补之,但是改编的

幅度更大,所体现出的变革态度亦更加鲜明。晁补之当初删减王逸《九思》一篇,更多的只是想恢复刘向原编

面貌,所谓“因向之旧录云”④。朱熹则将东方朔《七谏》、王褒《九怀》、刘向《九叹》等三篇刘向原编本的固有

篇目也一并删减,并且还依照自己的标准增补了贾谊的二篇作品进入《楚辞集注》。可见,朱熹不仅不认可通

行之王逸旧本,连同刘向原编的权威性也一并予以否定。旧本《楚辞》本质上只是时代较早的一种楚辞选本,
其被奉为经典主要归因于屈宋等人的作品,其余一些作品正如刘勰所言,水准并不是很高,实际达不到“经
典”的标准,仅仅因为刘向当初的选录,“故幸附书尾,而人莫之读”(见前引朱熹语)。这就导致《楚辞》一书呈

现出“虎头蛇尾”的面貌,与其整体作为经典的形象不太相称。结合这一背景来看,朱熹对旧本《楚辞》篇目的

删减与增补,其实是在做两方面的工作:一是去除粗劣,一是增补精华。很明显,朱熹意欲通过此种方式将原

本存在缺陷的《楚辞》,改良成一部品质过硬、经得起评鉴的新《楚辞》。这种改良破旧而且立新,实质是一次

重构“经典”的行为。在重构过程中,朱熹不仅摈弃了旧本《楚辞》的固有篇目,还将旧本之外的楚辞作品重新

拉回人们的视野,一举突破了长久以来由旧本《楚辞》所划定的“经典”范围,无形中消解了旧本《楚辞》的权威

性和唯一性。这对于长久以来被《楚辞》所固化的“楚辞”篇目而言无疑是一次解放。
与更易旧本篇目同步进行的,还有朱熹等对“楚辞”概念的重塑。依据“楚辞”词义可知,“楚辞”在诞生之

初指的是一种地域文学形式(作品)。它实际包含两方面属性:一是“楚”所代表的地域属性,二是“辞”所代表

的体裁属性。如前所述,汉初楚辞盛行,形成了以吴王刘濞和淮南王刘安为首的两大楚辞文学创作群体,虽
然这两大群体的所在地吴与寿春,皆为楚国故地,但参与创作者却并非都是楚人。由此可见,“楚辞”的地域

属性在汉初的流传中已显露出消解的趋势。在此之后,刘向编纂《楚辞》则更以实际行动为这一趋势推波助

澜。刘向编纂《楚辞》一书,在学术史上具备两方面的意义。一为“破”:入选《楚辞》的贾谊、东方朔、王褒等作

者,皆非楚人,除贾谊外,其他人似乎也未曾在楚地长期生活过,但他们的作品却被视作“楚辞”而入选。至

此,“楚辞”的地域属性已彻底被突破。一为“立”:早期的“楚辞”作为一种称谓,所指比较宽泛,《楚辞》的编纂

首次为“楚辞”划定了具体的篇目范围。而刘向也通过编纂《楚辞》一书,从事实上树立了有别于最初涵义的

“楚辞”新概念。此概念的内涵如何,刘向并未作出说明。直至王逸编撰《楚辞章句》,才试图对这一新概念作

出界定。《楚辞章句·九辩》小序云:
屈原怀忠贞之性……而作《九歌》、《九章》之颂,以讽谏怀王。明己所言,与天地合度,可履而行

也。宋玉者,屈原弟子也。闵惜其师忠而放逐,故作《九辩》以述其志。至于汉兴,刘向、王褒之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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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朱熹《楚辞辩证》,《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第2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7年版,第125-126页。

 

朱熹《楚辞辩证》,《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第2册,第126页。

 

按:朱熹《楚辞辩证·目录》第三条云:“若扬雄则尤刻意于楚学者,然其《反骚》,实乃屈子之罪人也。洪氏讥之,当矣。旧录既不之取,今亦不

欲特收,姑别定为一篇,使居八卷之外,而并著洪说于其后。”(《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第2册,第126页。)据此,朱熹《楚辞集注》还附录有扬雄

《反离骚》一文。因该文与朱熹《楚辞后语》第十六篇《反离骚》重见,今传端平本《楚辞集注》已将附录之《反离骚》删去。

 

晁补之《离骚新序中》,曾枣庄、刘琳主编《全宋文》第126册,第117页。



咸悲其文,依而作词,故号为“楚词”。①

在王逸看来,宋玉、刘向、王褒等人悯惜屈原,悲其文辞,“依而作词”,“以述其志”,故号为“楚辞”。这就

是说,除了屈原作品是天然的“楚辞”外,王逸(刘向)本《楚辞》所构建的“楚辞”概念可总结为:内容上悲悯屈

原、“以述其志”;形式上“依而作词”———为骚体②。按照这一标准,“楚辞”成为一种内容有特定限制(或者为

屈作,或者悲悯屈原、祖述其志)的文学体裁。
为了提升整体的经典性,朱熹所撰《楚辞集注》相对王逸本删减了《七谏》、《九怀》、《九叹》、《九思》等四篇

作品,增补了贾谊《吊屈原》、《服赋》二文。对照王逸旧本树立的“楚辞”概念,贾谊二文在形式上皆为骚体,但
在内容上只有《吊屈原》符合悲悯屈原、祖述其志的标准,《服赋》则不具备这一特征。因此,朱熹新编本《楚
辞》不仅对旧本篇目有所更易,还从事实上突破了王逸构建的“楚辞”概念。有破自然亦须有立。朱熹评价旧

本中《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文“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强为呻吟者”
(见前引),即虽然形式上是“骚体”,但写作水准和思想深度不够,故而予以删减;同时,他又称赞贾谊《吊屈

原》、《服赋》“二赋尤精,乃不见取”(见前引),因增补入《楚辞集注》。可见在朱熹心目中,“楚辞”除了形式上

为骚体外,内容上还需符合“深切”或者“精”的条件。总结来说,朱熹所谓“楚辞”大概即指意旨精深的骚体作

品。朱熹重塑的新概念延续了旧有概念对于骚体的体裁界定,但将内容方面的限定条件由原来的“悲悯屈

原、祖述其志”改换为“意旨精深”。比较而言,前一种标准更为客观,也更容易把握;后一种标准则显得过于

主观,毕竟不同的人对于同一作品思想内涵的理解不可能完全相同,何为深切,何为浅薄,实难一概而论。正

因如此,朱熹通过更易篇目而重塑的“楚辞”概念,指向并不明确,边界也比较模糊,潜藏着一种不稳定的发展

动向,逐步开启了以个人主观标准定义“楚辞”的新时代。
有宋一代,不仅“楚辞”文本(篇目)与概念都被重新构建,楚辞学研究的本体亦得以开拓。这主要体现在

宋人对“楚辞”类作品的关注与搜集上。《楚辞》成书之后,“楚辞”类作品的创作并未停歇,但因《楚辞》篇目固

化,除王逸《九思》这种特殊情况外,其他“楚辞”作品难以再进入《楚辞》之中,所以这些新出的“楚辞”作品往

往散见各处,未曾归为一类。考《隋书·经籍志》、《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志》三部史志之“楚辞

类”,除《楚辞》相关注本外,所载录的“楚辞”作品只有杨穆《楚辞九悼》一卷。早期“楚辞”作品逐渐消亡,后出

“楚辞”作品又大多散落无归,这一趋势带来的结果是可供探讨的“楚辞”作品仅有《楚辞》一书,“楚辞”之学逐

渐成为《楚辞》之学。在这一背景之下,同样是北宋的晁补之最早开始搜罗整理《楚辞》之外的“楚辞”作品。
晁氏除纂有前述《重编楚辞》十六卷外,还编纂有《续楚辞》及《变离骚》各二十卷,惜今已不传。晁公武《郡斋

读书志》著录《续楚辞》曰:
择后世文赋与《楚辞》类者编之。自宋玉以下至本朝王令,凡二十六人,计六十篇。各为小序,

以冠其首。③

又著录《变离骚》曰:
公既集《续楚辞》,又择其余文赋大意祖述《离骚》,或一言似之者为一编。其意谓原之作曰《离

骚》,余皆曰《楚辞》。今《楚辞》又变,而乃始曰《变离骚》者,欲后世知其出于原也,犹服尽而系其姓

于祖云。所录自楚荀卿至本朝王令,凡三十八人,通九十六首。④

据此,晁补之《续楚辞》、《变离骚》二书共收录先秦至宋代的“楚辞”类作品156篇,数量相当可观。诚如

朱熹所言,“凡词之如骚者已略备矣”⑤。
在此之后,朱熹也效仿晁补之编成《楚辞后语》一书,“以晁氏所集录《续》《变》二书刊补定著,凡五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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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洪兴祖《楚辞补注》,第182页。按:标点略有改动。

 

按:力之前已指出,《楚辞》中的非屈原作品均为“代屈原设言”之作。参见:力之《从<
 

楚辞>成书之体例看其各非屈原作品之旨》,《四川大学

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年第2期,第63-68页。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808页。

 

晁公武撰、孙猛校证《郡斋读书志校证》,第809页。

 

朱熹《楚辞辩证》,《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第2册,第209页。



篇”①。相较于晁补之的广泛搜罗,朱熹则树立了比较严格的编选标准,“考于辞也宜益精,而择于义也当益

严”②,故而《楚辞后语》的篇目比晁氏二书大大减少,更像是历代楚辞作品“精选集”。
尽管晁、朱二人编选“楚辞”的标准宽严有别,但都对长久以来固化的“楚辞”观念形成了冲击,为解绑“楚

辞”作出了贡献。尤其是晁补之所纂《续楚辞》、《变离骚》二书,是旧本《楚辞》成书以来,首次有人对分散各处

的楚辞作品进行的汇总整理,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史意义。汉宋间的楚辞学史,在某种程度上已成为“《楚
辞》学”史,而晁氏搜集到的这些“楚辞”作品,彻底跳出了由旧本《楚辞》所划定的圈子,向世人展示出一个开

放的、宽泛的“楚辞”作品集。通过梳理这些作品,能够清晰地揭示历代楚辞创作的盛衰起伏,反映出比“《楚
辞》学”更为全面的“楚辞学”发展面貌。

三 文本革新效应下元明清楚辞学多元面貌的形成

宋末以来,程朱之学成为官学,朱熹本人的地位不断提升,相关著述也被大量刊行,《四书章句集注》等经

典注本更成为官方指定的科考教材。《楚辞集注》一书虽非经学著作,但亦流传颇广。检相关书目,元明清时

期所刊刻的《楚辞集注》版本共有51种,而与之相对应的,王逸《楚辞章句》的刊本为18种,洪兴祖《楚辞补

注》的刊本为10种③。据此,朱熹《楚辞集注》在元明清三代的刊刻次数几乎是王逸《楚辞章句》与洪兴祖《楚
辞补注》二书刊刻次数的两倍。单从传播广度上看,可以说宋代以后朱熹《楚辞集注》已经成功取代了旧本

《楚辞》的地位,成为最主流的“楚辞”文本。
随着《楚辞集注》在后世的盛行,朱熹破旧立新、重构“经典”的观念与行为,也凭借该书的传播得到了广

泛的普及和认可。元明清时期,学者尊奉朱熹的同时,亦纷纷起而效之,因而新编《楚辞》文本迭出。依据相

关书目著录,元明清时期的各类楚辞学著作多达百余部,其中《离骚》单注本30部,《九歌》单注本3部,《天
问》单注本7部,楚辞作品集6部,其余全部为新撰之楚辞注本④。为了对这些新编《楚辞》文本的面貌有更

加具体的认识,下面以王逸旧本篇目作为参照标准,将元明清(基本为明清)时期新撰楚辞注本中有篇目可考

者(64部)略作归纳探讨。
第一类,沿袭王逸旧本篇目者,详情参见表1。纵观元明清三代,沿用王逸旧本篇目的楚辞新注本仅有2

部,与同时期产生的楚辞注本总量相较,所占比例可谓极低,充分显示出宋以后旧本《楚辞》影响力的急剧下

降。
表1 元明清新出楚辞注本沿袭王逸旧本篇目表⑤

序号 朝代/作者/著述 所含篇目 说明

1 清杨金声《楚辞笺注定本》

2 清毛祥麟《楚辞校文》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
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七谏》、《哀时命》、《九
怀》、《九叹》、《九思》。

篇目(不涉及篇次)

同王逸旧本⑥。

  第二类,相较王逸旧本篇目有所删减者,详情参见表2-表4。此类著作共有43部,依据各家所删减篇

目的性质又可将其分为三种情况。第一小类,相较旧本删减所有汉人作品者,共有12部著作。第二小类,相
较旧本删减所有非屈原作品者,共有28部著作。因各家所认定的屈原作品数量不同,所以此28种著作各自

包含的篇目并不完全一致,而差异则主要集中于作者存在争议的《招魂》、《大招》二篇。第三小类,相较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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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朱熹《楚辞后语目录序》,《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第3册,第6-7页。

 

朱熹《楚辞后语目录序》,《宋端平本楚辞集注》第3册,第7页.

 

按:三书在元明清时期的版本数目主要依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

版社1993年版)、《楚辞书录解题》(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以及《中国古籍总目》(中华书局、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等书目中载录

的现存与亡佚版本统计得出。需要指出的是,相关书目或成书较早,不乏疏误;或成于众手,失于核验;甚至有各书所载互相矛盾者。故上述

统计数字不能保证十分精准,但总体来说误差不会太大,作为一种参考,不会影响本文得出的结论。
按:其中包含少量评点(选)本。又,上下文相关数字皆据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楚辞书录解题》三书统计得

出,未必十分精准,可作为一种参考。
按:本表及以下各表所列著作之作者、题名、篇目等皆据前述姜、崔书目,其间偶有姜、崔不一致者,则以后出之崔书为准。

 

按:本表及以下各表所谓篇目异同,皆不涉及篇次。



删减所有非屈原作品以及部分屈原作品者,共有3部著作。这类著作可看作是屈原作品的精选集,因为各家

偏好不同,故而3部著作所选篇目亦不同。
表2 元明清新出楚辞注本相较旧本删减所有汉人作品篇目表

序号 朝代/作者/著述 所含篇目 说明

1 明林兆珂《楚辞述注》

2 明张京元《删注楚辞》

3 明李陈玉《楚辞笺注》

4 明屠本畯(屠畯)《楚骚协韵》

5 明贺贻孙《骚筏》

6 明周拱辰《离骚草木史》①

7 清贺宽《离骚笺释》(《饮骚》)

8 清屈复《楚辞新注》

9 清王念孙《毛诗群经楚辞古韵谱》

10 清江有诰《楚辞韵读》

11 清牟庭(牟庭相)《楚辞述芳》

12 清王闿运《楚辞释》②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九辩》、《招魂》、《大招》。

表3 元明清新出楚辞注本相较旧本删减所有非屈原作品篇目表

序号 朝代/作者/著述 所含篇目 说明

1 明黄文焕《楚辞听直》

2 清高秋月、曹同春《楚辞约注》

3 清林云铭《楚辞灯》

4
清蒋骥《山带阁注楚辞》(附《楚辞

说韵》)

5 清姚培谦《楚辞节注》

6 清夏大霖《屈骚心印》

7 清江中时《楚骚心解》

8 清许清奇《楚辞订注》

9 清陈本礼《屈辞精义》

10 清丁元正《楚辞辑解正编》

11 清胡文英《屈骚指掌》

12 佚名《楚辞偶钞》

13 清颜锡名《屈骚求志》

14
清方绩撰;邓廷桢、方东树订补《屈
子正音》

15 清萧大丰《楚辞辑注》(附录一卷)

16 清陈远新《屈子说志》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招魂》、《大招》。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招魂》。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招魂》(附录《九辩》、《惜誓》、《哀时命》、《反离骚》)。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大招》(附录《九辩》、《吊屈原》、《服赋》)。

因各家对屈原作品

认定 不 一,故 各 书

所 收 作 品 互 有 差

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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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按:明末清初桐乡圣雨斋原刻本中无《大招》篇,清嘉庆八年周拱辰六世孙周踊潜、周以清等重刻本则包含《大招》篇,今以重刻本为准。
按:是书卷末附录宋玉《高唐赋》。



17 明周用《楚辞注略》

18 明汪瑗《楚辞集解》

19 明来钦之《楚辞述注》

20 明潘三槐《屈子》

21 明戈汕、毛晋《楚辞译韵译字》

22
清钱澄之《楚辞屈诂》(《庄屈合诂》

本)

23 清张诗《屈子贯》

24 清徐焕龙《屈辞洗髓》

25 清王邦采《楚三闾大夫赋》

26 清奚禄诒《楚辞详解》

27 清刘梦鹏《屈子章句》

28 清戴震《屈原赋注》(附《音义》)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

表4 元明清新出楚辞注本相较旧本删减所有非屈原作品及部分屈原作品篇目表

序号 朝代/作者/著述 所含篇目 说明

1 清陈培寿《楚辞大义述》 《离骚》、《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

2 清陈昌齐《楚辞辨韵》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

3 清高钟撰;清丁繁滋补《楚辞音韵》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

  第三类,相较王逸旧本篇目既删又增者,详情参见表5-表6。此类著作共有16部,具体可分为两种情

况。第一小类,篇目与朱熹《楚辞集注》相同者,即相较王逸旧本删减《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增
加《吊屈原》、《服赋》二篇,相关著作有7部。第二小类,篇目与《楚辞集注》不同者,共有9部著作。此9部著

作相较旧本删减篇目最少者为四篇,最多为九篇;增补篇目最少者为二篇,最多为十四篇。而需要说明的是,
所删篇目无一例外都包含《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即《楚辞集注》所删篇目;而所增篇目则以《吊
屈原》、《服赋》最为常见,亦《楚辞集注》之新增篇目。其中增补篇目最多的《文体明辨·楚辞》一书,所增十四

篇作品虽非《集注》新增篇目,但全部出自朱熹《楚辞后语》。由此可见,此9部著作之篇目虽然与《楚辞集注》
有所不同,但都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楚辞集注》的影响。

表5 元明清新出楚辞注本相较旧本增删(篇目与朱熹《楚辞集注》相同者)篇目表

序号 朝代/作者/著述 所含篇目 说明

1 明冯惟讷《楚辞旁注》

2 清佚名《楚辞宗旨》

3 清吴世尚《楚辞疏》

4
清郑知同《楚辞考辩》(姜目作《楚
辞通释解诂》)

5 清李文炤《楚辞集注拾遗》

6 清杨可震《楚辞集注疏》

7 清夏献云《屈子文》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服
赋》、《哀时命》、《招隐士》。

删 《谏 》、《怀 》、
《叹》、《思》,增《吊
屈原》、《服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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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6 元明清新出楚辞注本相较旧本增删(篇目与朱熹《楚辞集注》不同者)篇目表

序号 朝代/作者/著述 所含篇目 说明

1
明俞王言标义、郑之槃参订《辞赋

标义·楚辞》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招隐

士》、《哀时命》、《反离骚》。

删 《谏 》、《怀 》、
《叹》、《思》,增《吊
屈原》、《反离骚》。

2

清方人杰评辑、钱树本参订《楚辞

读本》(《庄骚 读 本》四 卷,前 三 卷

《庄子》,后一卷《楚辞》)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大招》、《招魂》、《九辩》、《风赋》、《高唐》、《神女》、
《惜誓》、《吊屈原》、《服赋》、《哀时命》、《招隐士》。

删 《谏 》、《叹 》、
《怀》、《思》,增《风
赋》、《高 唐》、《神
女》、《吊屈原》、《服
赋》。

3 清胡濬源《楚辞新注求确》

4 清王萌《楚辞评注》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服
赋》、《招隐士》。

删 《谏 》、《怀 》、
《叹》、《思》及《哀时

命》,增《吊 屈 原》、
《服赋》。

5 清王夫之《楚辞通释》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九辩》、《招魂》、《大招》、《惜誓》、《招隐士》、《山中

楚辞》、《爱远山》(附己作《九昭》)。

删 《谏 》、《叹 》、
《怀》、《思》及《哀时

命》,增 江 文 通《山
中 楚 辞》、《爱 远

山》,附《九昭》。

6
明陆时雍叙疏、明金兆清参评《楚
辞榷》

《离骚》、《九章》、《远游》、《天问》、《九歌》、《卜居》、《渔
父》、《九辩》、《招魂》、《大招》、《招隐士》、《反离骚》、《短
招》。

删 《谏 》、《怀 》、
《叹》、《思》及 《惜
誓》、《哀 时 命》,增
《反离骚》、《短招》。

7 清邱仰文《楚辞韵解》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
父》、《九辩》、《招魂》、《大招》、《吊屈原》、《服赋》、《招隐

士》。

删 《谏 》、《怀 》、
《叹》、《思》及 《惜
誓》、《哀 时 命》,增
《吊屈原》、《服赋》。

8 明徐师曾纂注《文体明辨·楚辞》

《离骚》、《远游》、《招魂》、《九歌》、《九章》、《九辩》、《卜
居》、《渔父》、《惜誓》、《吊屈原》、《哀时命》、《招隐士》、
《易水歌》、《越人歌》、《大风歌》、《瓠子歌》二章、《秋风

辞》、《乌孙公主歌》、《引极》、《山中人》二章、《望终南》、
《日晚歌》、《讼风伯》、《书山石辞》、《寄蔡氏女》二首、
《秋风三叠》。

删 《谏 》、《叹 》、
《怀》、《思》及 《天
问》、《大 招》;所 增

十四 篇,基 本 据 朱

熹《楚辞后语》。

9 明陈第《屈宋古音义》
《离骚》、《九歌》、《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
辩》、《招魂》、《高唐赋》、《神女赋》、《风赋》、《登徒子好

色赋》。

删非 屈、宋 之 作 及

《天 问》,增 宋 玉 作

品四篇。

  第四类,相较王逸旧本只增不删者,详情参见表7。这类著作共有3部,所增补的篇目主要为《吊屈原》、
《服赋》、《反离骚》三篇,皆为《楚辞集注》新增附之篇目。如此操作,既维护了王逸旧本的面貌,又兼容了朱熹

新增的篇目,试图弥合王、朱二家的用意十分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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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7 元明清新出楚辞注本相较旧本只增不删篇目表

序号 朝代/作者/著述 所含篇目 说明

1 明张凤翼《楚辞合纂》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
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哀时命》、《招隐士》、
《反离骚》、《七谏》、《九怀》、《九叹》、《九思》。

增《吊屈原》、《反离

骚》。

2 明陆时雍《楚辞疏》①
《离骚》、《九章》、《远游》、《天问》、《九歌》、《卜居》、《渔父》、《九
辩》、《招魂》、《大招》、《反离骚》、《惜誓》、《吊屈原》、《招隐士》、
《七谏》、《哀时命》、《九怀》、《九叹》、《九思》。

增《吊屈原》、《反离

骚》。《惜 誓》以 下

有文无注。

3
清强望泰《楚辞 初 学 读 本

审音》

《离骚》、《九歌》、《天问》、《九章》、《远游》、《卜居》、《渔父》、《九
辩》、《招魂》、《大招》、《惜誓》、《吊屈原》、《服赋》、《哀时命》、《招
隐士》、《反离骚》、《七谏》、《九怀》、《九叹》、《九思》。

增 《吊 屈 原》、《服
赋》、《反离骚》。

  通过以上归纳分析可以看出,旧本《楚辞》在宋代以后不仅刊刻频次远远落后于朱熹的新本《楚辞》,影响

力亦大大减弱,新出楚辞注本中绝少有沿用其篇目者。与之相对,朱熹所撰《楚辞集注》不仅流传广泛,其增

删旧本重构新本的行为,更是对元明清新出楚辞注本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影响不仅仅或

者说并非表现在后世对《集注》篇目的袭用上,而更多的是表现在后世对朱熹突破旧本限定重构新本这一精

神的继承上。实际上,朱熹《楚辞集注》虽然在宋以后流传甚广,但是新出楚辞注本中沿用其篇目者并不多,
具体说来,仅有上文表5所列7部而已。即便将表6那些篇目虽不完全相同但明显受到《集注》影响的9部

注本算上,一共也不过16部。在元明清新出楚辞注本中占比尚不足四分之一,并非主流。真正在元明清新

出楚辞注本中占据主流(近七成)的是前述第二类“相较王逸旧本篇目有所删减者”,即表2-4所列43部注

本。这类注本的编撰者大多同朱熹一样,对旧本《楚辞》篇目有所不满,而原因则多种多样。如张京元评王逸

本曰:
屈平、宋玉、景差之徒,皆楚大夫也,故《离骚》等篇称“楚辞”焉。王逸注《楚辞》十七卷,并刘安、

贾谊、严忌、东方朔、王褒诸人之作,具载集中。彼汉人自为汉语,冒楚于汉,其义何居? ……汉诸君

子沿波袭流,情不肖貌,效颦增丑,代哭不悲,总属葛藤,自当削去。匪云陋汉,亦自张楚云耳。②

这是以名实相符的标准进行评判,要求“楚辞”必须符合“楚”的特性。与之类似的,方承章亦认为:“以似

楚者而反足为楚咻,则无论朱氏(引者注:指朱熹)为杂,即王氏(引者注:指王逸)阑入之禁亦已宽矣。维楚有

辞,归之楚人可也。”③在他们看来,为了维持“楚”的特性,旧本《楚辞》中的汉代作品可尽数删去,所谓“非敢

有所去取,不以祢溷宗也”④。此外,不少学者认为只有屈骚能上继《诗经》,如蒋之翘云:“窃论孔公删后《诗》
亡,能变《诗》而足以存《诗》者,惟是(引者注:指《骚》)。”⑤陆时雍亦称自己将所收屈作“概题以‘楚辞’者”,
“备楚风也”⑥。那么对比之下,旧本《楚辞》之中的非屈之作就不免有“滥竽充数”之嫌。胡文英曾评价道:

今观诸作,谓抒其感愤则得矣,至和平恳恻、有关于性情政治之得失,终莫能与屈赋并也。⑦

而林云铭、蒋骥的言辞则更为激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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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按陆时雍《读楚辞语》谓:“自《惜誓》以下,至于《九思》,取而附之者,非以其能楚也,以其欲学楚耳。”(陆时雍《楚辞疏》,莫崇毅点校,上海古籍

出版社2020年版,第13页。)故自《惜誓》以下有文无注,《反离骚》虽有注,然乃辑自旧本,并无陆氏之疏,且《反离骚》篇末识语谓:“杨雄《反
骚》一篇,与《骚》切近,故即缀之《骚》后。”(陆时雍《楚辞疏》,第197页。)则是将《反骚》亦视为附录。因此该书主体实际是《离骚》至《大招》等
屈原作品,将其归入前文第二类表3中亦无不可。

 

张京元《删注楚辞引首》,《删注楚辞》,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4年版,第1页。

 

方承章《楚辞述注序》,林兆珂《楚辞述注》,吴平、回达强主编《楚辞文献集成》第6册,广陵书社2008年版,第3688-3689页。

 

林兆珂《楚辞述注·凡例·录篇》,吴平、回达强主编《楚辞文献集成》第6册,第3704页。

 

蒋之翘《楚辞序》,蒋之翘《七十二家评楚辞(七十二家批评楚辞集注)》卷首,吴平、回达强主编《楚辞文献集成》第22册,第15894页。

 

陆时雍《楚辞疏·楚辞条例》,第1-2页。按:陆时雍《楚辞疏》见前文表7,然如前文注释所揭,此书主体为陆时雍认定的屈原作品,归入表3
亦可,故此处加以引述。

 

胡文英《屈骚指掌·凡例》,吴平、回达强主编《楚辞文献集成》第15册,第10605页。



余止知注屈,不知屈之外尚有人能续,尚有人敢续者。况变风变雅,实起于创,即有学步邯郸,
断无后来居上。今一概从删。①

原赋二十五篇,情文相生,古今无偶。《九辩》以下,徒成效颦;晁《录》所载,弥为添足。今例不

敢以唐突也。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为上个时代“楚辞”文本革新代表的《楚辞集注》,在新兴的“楚辞”观念下,也被视

为过时的“原本”而遭到批判:
《楚辞》原本,皆有《续离骚》诸作,缀附末卷。大约无屈子之志,而袭其文,犹不哀而哭,不病而

吟。词虽工,非其质矣。③

对于这些被删汰的篇目,诸家大多认为其情志、文辞等难以追摹屈辞,徒有其形而未得其神。诸如此类

的说辞,与朱熹评价《七谏》、《九怀》、《九叹》、《九思》四篇“虽为骚体,然其词气平缓,意不深切,如无所疾痛而

强为呻吟者”并无本质上的区别,唯批判对象与程度不同而已。应该说,各家对于旧本篇目的删减行为,或多

或少都受到朱熹增删观念的启迪,他们勇于突破旧本篇目限定、重构新本的精神实际都导源于朱熹。随着

《楚辞》“定本”观念被打破,各家按照各自的理解来划定“楚辞”篇目,互相之间颇有差异。例如,代表最主流

情况的前述第二类楚辞注本,参照表2-表4的划分,此43部注本的篇目竟然可以细分为11种不同类型,
可谓“各树一帜”。

上述情况说明在经历了篇目更易与概念重塑的整体转型后,楚辞学的发展已进入到一个新时代。从文

献学视角来看,这一时代的“楚辞”文本呈现出两个重要特征。
其一,“权威”的消亡。一方面,王逸旧本的权威性已不复存在;另一方面,尽管朱熹《楚辞集注》的影响很

大,但新出楚辞注本更多的是继承了朱熹勇于增删的精神,而对其所划定的“楚辞”篇目的接受度并不高,并
未形成新的权威。

其二,“经典”的多元。受朱熹重构“经典”举动的启发,元明清学人纷纷将个人的主观标准施用于“楚辞”
文本的编选上,而因各家“楚辞”概念互有差异,此时期新出“楚辞”文本呈现出非常多元的面貌。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多元差异之中也隐约显示着一种趋势。以前述诸多注本中占比最大的第二类

“相较王逸旧本篇目有所删减者”(见表2-表4)为例,所有43部注本都将汉人作品删去,其中更有28部注

本连所有非屈原作品亦加删汰,只保留了屈原作品④。可见在经历了汉、宋因革之后,此时期的“楚辞”观念

又有重回“原点”的态势。这种转向其实也有迹可循:元明以来,文学复古之风渐盛。元代祝尧提出“心乎古

赋者,诚当祖骚而宗汉”⑤的口号;明前期辞赋尚承元风以“宗汉”为主,至明中期则“已渐移为‘祖骚’一派”⑥。
前七子领袖李梦阳主张“究心赋骚于唐、汉之上”⑦,认为唐代以前的赋、汉代之前的骚才是学习的榜样,他和

何景明都宣称“汉无骚”、“唐无赋”⑧。之后的胡应麟亦倡“骚盛于楚,衰于汉,而亡于魏”之说⑨。并且,随着

对“骚”、“赋”文体差别的体认,学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处于“源”的骚和处于“流”的赋区别开来。在这种时代

风气的笼罩下,楚辞学人自然也会受到影响。明末蒋之翘即谓:
予闻“秦无经”、“汉无骚”。骚之为道,要必发情止义,兴观群怨之用备,而又别为变调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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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吴平、回达强主编《楚辞文献集成》第11册,第7358页。

 

蒋骥《山带阁注楚辞·楚辞余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180页。

 

林云铭《楚辞灯·凡例》,吴平、回达强主编《楚辞文献集成》第11册,第7357-7358页。

 

按:前文表4所列3部注本连屈原作品亦有删汰,但此3部中有2部是楚辞音注类著作,重在辨音,并不涉及“楚辞”观念,故暂不列入上述讨

论。

 

祝尧《古赋辨体》卷三《两汉体上》,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明嘉靖十一年(1532)刻本,第2册,第4页。

 

劳秦汉《中国诗歌声韵演变发展史稿》,四川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60页。

 

李梦阳《潜虬山人记》,李梦阳撰、郝润华校笺《李梦阳集校笺》,中华书局2020年版,第1617页。

 

李梦阳《潜虬山人记》,《李梦阳集校笺》,第1617页;何景明《杂言十首》,何景明《何大复集》,李淑毅等点校,中州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

666页。

 

胡应麟《诗薮》,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6页。



噫! 何难甚哉。倘持此论以求之,即宋、景诸人犹不能及,何况曰汉,又何况曰汉以后耶?①

明清之际的周拱辰也表示:“《株林》、《溱洧》之后无《诗》,《九辩》、《大招》之后无《骚》。非无《骚》也,有意

拟《骚》,《骚》之所以亡也。”②同样是在发挥“汉无骚”的观点。而另一方面,从楚辞学自身的发展来看,早先

朱熹为“楚辞”重塑的“意旨精深”的评判标准偏于主观,后世诸家为了突显所选“经典”的合理性,就只能从

“精深”方面做文章,因此所谓“楚辞”的写作水准和思想深度愈发被强调,最终只有屈宋等人甚至只有屈原本

人的作品才不会被訾议,才有资格称作“楚辞”。明代陈仁锡甚至说:“以原比之左氏、相如、扬雄、庄周,可谓

冤极;以宋玉、刘向、王逸诸人作合为‘楚辞’,可谓辱极。”③因知在朱熹重塑“经典”举措的影响下,此时期楚

辞学内部的观念变革趋向亦恰恰与外在的复古思潮相契合。内外两重因素的相互作用,可能正是造就此时

期楚辞学多元化发展格局下,主流“楚辞”文本趋向回归原始形态的动因。
四 余论

宋代学人对“楚辞”文本(文献)及概念的重塑行为及其表现出的革新思想,促进了后世楚辞学多元化面

貌的形成,使“楚辞”呈现出一种篇目不定、观念互歧的“混乱”状态。楚辞学在进入20世纪后进一步蓬勃发

展,但就文本(文献)层面来说,一定程度上仍然延续着明清楚辞学的发展态势。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

面。
其一,“楚辞”篇目的多元化。以近百年产生的代表性楚辞注本为例,如郭沫若《屈原赋今译》,陆侃如《楚

辞选》,姜亮夫《(重订)屈原赋校注》,马茂元《楚辞选》、《楚辞注释》,刘永济《屈赋通笺》,黄寿祺、梅桐生《楚辞

全译》,陈子展《楚辞直解》,蒋天枢《楚辞校释》,王泗源《楚辞校释》,汤炳正《楚辞今注》,金开诚《楚辞选注》、
《屈原集校注》等,其中沿用王逸旧本篇目者有王泗源《楚辞校释》、汤炳正《楚辞今注》两部;黄寿祺、梅桐生

《楚辞全译》除王逸本篇目外,另收贾谊《吊屈原》、《鵩鸟赋》二篇;马茂元《楚辞选》及金开诚《楚辞选注》所选

除屈宋作品外另收《吊屈原》、《招隐士》二篇;其余各家注本则只收先秦作品,甚至只收屈作并直接题作“屈原

赋(集)”。可见现代诸家认定的“楚辞”同样呈现多元化的态势,但又以收录屈宋等先秦作品为主流。
其二,“楚辞”概念的多重性。现代学人关于“楚辞”概念的表述,都力图兼容历史上存在的各种“楚辞”观

念。金开诚颇具代表性,他说:
流传到今天,它(引者注:指楚辞)已具有三重含义:第一,它指的是出现在战国时代、楚国地区

的一种新的诗体。第二,它也指战国时代一些楚国人以及后来一些汉朝人用上述诗体所写的一批

诗。第三,它也指汉朝人对上述这一批诗进行辑选而成的一部书。④

金开诚这里归纳的几种含义互有交错,兼顾了“楚辞”从古至今的诸般形态,也共同塑造了现代人对于

“楚辞”的基本印象。
上述两方面特征造就了现代楚辞学研究内容的丰富与宽泛,但也存留了自身边界模糊的问题。随着文

体学研究的勃兴与辞赋研究的精细化,这一问题愈发凸显。现代所谓“楚辞”,本质上是一种多重历史形态的

层累集合体,如何从学理层面为“楚辞”概念与文本(文献)范畴作出合适的界定,似乎仍旧是现代楚辞学学科

建设与发展的任务之一。

说明:本文初稿曾在“2023宜昌秭归·屈原及楚辞学国际学术研讨会暨中国屈原学会第十九届年会”上

进行过简要报告,特此说明。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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